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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合理分配市场监督管理资源以达到优化配置的效果，是中国现如今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改革中举足轻

重的一环。然而随着“审管分离”改革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事前监管和事中事后监管的割裂，这种

割裂具体表现为，市场监管的信息数据仍然难以实现有效流动，从而表现出“信息孤岛”与数据部门化

的特点。本文试图从“契约”作为治理工具的必要性出发，构建行政协议为核心，私法合同为辅助的“契

约监管”体系，并简述“契约监管”模式的权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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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rationally allocate marke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resources to achieve optimal al-
location is a crucial part of the reform of China’s marke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However, with the advance of the reform of “separation of audit and management”, it inevitably 
brings the separation of pre-supervision and post-supervision. This separation is specifically ma-
nifested as that the information data of market supervision is still difficult to realize effective flow, 
thu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island” and data department. Starting from the 
necessity of “contract” as a governance too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contract supervi-
sion” system with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as the core and private law contract as the auxil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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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riefly describes the power allocation of “contract supervis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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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合理分配市场监督管理资源以达到优化配置的效果，是中国现如今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改革中举

足轻重的一环，而直接目标则是降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时的交易成本，同时对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讨论，

例如董淳锷教授就对该内容进行了经济法层面的阐释，其核心观点在于该转变的前提在于“外部性的救

济成本”以及“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的社会成本”，两者之和必须要低于“事前监管机制的社会成本”[1]。 
事前监管和事中事后监管并非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不可否认，前后两者都是为了完成市场监管的

目的而存在的措施，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2]。事前监管仍然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通过引

入“契约”的相关概念，以契约监管的模式连接事前监管和事中事后监管，方能实现市场监管资源的优

化配置。 

2. 市场监管的现实困境 

我国“放管服”改革已持续数年，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作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

典型代表，此项改革与我国的治理目标之实现休戚相关，也就是营商环境之优化、行政监管效率之提升，

并由此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行政审批实际上就承担了市场监管中的“事前监管”这个环节的部分内容，相关部门对申请人的市

场主体资格或者相关从业资格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应当授予申请人上述资格。但是目前“审管分离”

的改革现状实际上并非没有诟病之处，“审管分离”格局的消极影响已然在实际中表现出来。 

2.1. 审管部门权责混乱 

“审管分离”之格局虽建立在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基础上，但其却在实践中成为导致审批部门与主

管部门之间权责不清的“导火索”，两个部门之间甚至可能出现消极博弈的乱象。 
目前改革趋势在“审批环节”突出一个“简”字，相关“门槛”逐渐降低，而规制的重心则转移到

事中和事后的监管层面[3]，许可机关“北窗高卧”，其审查义务与责任可以说被不加限制地减少，而在

主管部门事中事后监管中所负责任仍然保持原状的情况下，还需要配合许可机关的审批工作，为其提供

协助。如此一来，“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形同虚设，权责不对等现象不言自明。 
除此之外，行政审批局尽管在“审管分离”的格局下将审批权限进行了高度的集中并对之负责，但

涉及到专业性较强或者科技含量较高的许可事项，行政审批局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审查。此种现象的原因

也很容易解释，负责审查的队伍不可能从原机关完整地转入审批局。 
而消极博弈则在权力寻租层面上尤为明显，通俗来讲，相较于“监管”，“审批”拥有更多权力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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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的空间，而随着“审管分离”的推进，导致相关部门通过严加管制来找回原有的这种权力，以保住自

己的“奶酪”[4]。 
王克稳教授认为，“行政审批局模式抽掉了行政机关的审批职能，理论上也将倒逼政府管理方式的

改革和创新，如此方能清除建设新型监管体制的障碍”[5]。但事与愿违，各地甚至产生了划转到行政审

批局的事项“回转”的现象。 

2.2. 监管程序衔接困难 

“审管分离”最为重要的一点消极影响，在于事前监管与事中事后监管如何衔接的问题。“审管分

离”改革之前，审批权与监管权集中于主管部门，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政府部门内部能够比较顺畅地

实现行政任务的流转，监管信息的流动亦是如此，行政组织内部的循环能够流畅地传递监管信息。但是

行政审批局的出现，使得审批权与监管权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即使行政审批局的各种交接文件中，都

能看出对“信息双向推送”的要求，但是就现状而言，信息数据缺乏在两个部分之间流传的“桥梁”，

因此可以说阻断了信息的有效传递，“信息孤岛”由此产生。 

2.3. 监管执法效能低下 

“权责混乱”以及“衔接困难”等原因，直接导致政府相关部门在市场监管的执法层面上效能低下

的现状。 
首先是机构改革导致的问题，职责的高度统一固然有其益处，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负责市场监管的相

关人员承担的工作任务进一步加重，担任多项监管工作的人员不在少数。同时，由于此类工作涉及的监

管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等文件范围较广，相关人员不仅要掌握多个部门的法律法规，而且需要知悉相

应的处罚程序。 
其次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我国的法律法规随着社会发展，其更新的速度较快，例如近年来商事

制度改革逐步推进，市场监管的重点也随之变化，主体资格监管逐渐转移到经营行为监管，更全面、完

善的市场监管方式和监管执法工作必不可少。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相关人员的工作任务较重，也难以迅速适应新的变化，专项培训由于工作安排

也难以全面推广，于是“熟练掌握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技能”这一点便很难贯彻落实，在市场监管的执

法领域和相应环节上就很容易出现监管不规范、不到位的情况，监管效能必然会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即使“审管分离”格局的本意是为了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行政监管效率以及激发市

场活力，但其实际上可能并不能达到预期所达到的效果，可能具有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导致事前监管和

事中事后监管的衔接问题。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监管方式，能够有效衔接事前监管和事中事后监管，从而

实现监管资源的优化配置呢？“契约”可能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3. 契约监管的引入 

3.1. 契约作为治理工具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需要丰富行政规制的“箭囊”，即扩充行政规制的工具。其次，在具有某种“规制阶梯”或者

“规制金字塔”的时候，需要适用这些规则。只需要针对实际中的需求，抽取“箭囊”当中的工具，是

否便已足够？[6]为了完成市场监管的行政目的，能够使用的规制工具存在很多，常见的便有许可、处罚、

强制等等[7]。 
选择契约的原因就在于契约本身的特性，其在目前社会环境以及市场监管中的特有优势，总体可以

概括成四点，即较低成本、较高收益、行政体制改革所需、事前中后监管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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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较低成本之追求 
实际上这一点在上文中也有所体现，董淳锷教授在其论文中其实已经体现“成本–收益”分析的理

论，即以较低的行政成本来实现行政目的[8]，而这正是“契约”的优势所在。“审管分离”的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传统的科层制极易导致官僚系统的过度臃肿，从而导致效率低下等弊病，导致行政成本过高。

当一个行政规制工具实际的成本远超过其必需的成本，它的效率是堪忧的，即其不能很好地完成行政目

标。叶海尔·德罗尔曾说：“如果没有一种包含成本意识的政策制定文化，那么高级行政官员对成本的

说明义务的各种技巧便会有严重的缺陷[9]！”而契约可能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渠道之一，其为传统的官

僚制行政中注入市场竞争的活力，在实践中表现为使得消费者和经营者提供了更高的选择自由度[10]。 
依据交易成本理论来进行解释，其内容主要在于三点，其一是“所有组织都是存在交易成本的”，

其二是交成本保障下的权力界标问题，“如果管理者认为不通过清晰地描述关系也能产生团队精神，就

会大开各种组织弊病的潘多拉盒：阴谋、失败、不协调、重复努力、模糊政策、不明确的决策[7]”。其

三是“成本–收益”的分析，科斯指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企业内部的某些交易比在市场上

完成类似的交易的成本要小。企业的界限取决于边缘处的成本比较[11]”，也就是说企业能够接受的最低

要求是组织代理的成本必须低于市场交易成本，而这样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行政治理的领域。 
由此可以看出，契约作为治理工具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其同时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在此基础

上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以达到行政目的。 
2) 较高收益之体现 
“契约”可以看作是其他行政规制工具的一种替代，也就是说，其他规制工具同样可以达到行政目

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契约作为沟通公权力和私主体之间的“桥梁”，其通过双方之间的“合意”更

灵活地实现行政目标，这是其与许可、处罚、强制等其他行政规制工具的不同之处。通常比起上述其他

规制工具，契约的灵活性更能激发私人主体的积极性，从而促进行政任务的完成，以养老保障领域为例，

根据《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的第 6 至 9 条规定，其中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鼓励私人主体兴办养老机构或

者为养老机构提供捐赠和服务。再比如环境治理领域，2009 年苏州市沧浪区环保局制定的《沧浪区环保

行政合同》，在双方的权利、义务的 5 条规定中，几乎每一条都有对行政相对人，即凤凰街、新市路的

46 家餐饮单位设置了具体的合同义务[12]。 
这就是片面威慑到激励制约相容，片面制约机制易因其“高压”而导致行政监管失效；而契约治理

则不同，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契约通过同时提供制约和激励机制来达到监管目标，具体而言，相对人

违反契约内容中其应承担的责任，如此会触发契约的制约机制，而遵守契约所能够享受到的利益则体现

了激励机制[13]。 
3) 行政体制改革之需要 
现如今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契约作为一种行政规制工具，它的内涵是与改革精神高度一致的。政

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契约被加以强调与应用是其应有之义。从中央级的政策、规定，到地方性规范性文

件，“契约”的使用逐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例如《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抓好肉类蔬菜中药材流通追溯

体系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引入契约管理”。将“契约”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主要原因在

于私人主体的加入能够减少政府的工作负担，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且由于私主体在“治理环节”

中可能具有更高的专业性，因此可以产生更优的效果。 
除此之外，私人主体通过契约的方式获得授权，是扩展公共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多元化治理

的必然要求。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及到了多元治理方式，着重强调了社会组织的作用。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屡次提及群团组织和社

会组织，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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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前中后监管有效衔接 
首先在契约的订立这个阶段，公权力主体与私主体在契约中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已经

承担了事前监管的职能。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公权力主体必然会针对私主体是否有资格成为特定行业

经营者而具备了相应的素质[14]。 
其次，在契约的执行过程中，契约双方可以依据契约内容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对方是否在

履行契约，尤其是公权力主体可以依据契约中的权利义务清单，审查私主体是否按照契约中的内容履行

其义务。所以说，这个过程实际上等同于事中的监管。 
最后，假使私主体违反了契约的内容，并未按照契约履行义务，公权力主体亦能以违反契约为由对

私主体进行惩戒、强制等措施，这又与事后监管不谋而合。 
契约能够以治理工具的身份应用于市场监管之中，因为其在订立、执行、追责中的作用与事前、事

中、事后监管的作用基本一致，故实际上能够起到有效衔接事前、事中以及事后市场监管的作用。 

3.2. 契约监管的性质认定 

在确定“契约”作为治理工具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契约”的性质进行界定。在市场监

管领域，“契约”双方必须是一方为公权力主体，一方为私主体，还是说可以是双方均为公权利主体的

一种“内部协议”？“契约”究竟是仅指行政协议，还是说包含一般意义上的私法合同？ 
1) 契约监管的主体问题 
王克稳教授分析各国学者关于市场监管的定义，最后得出结论，即将市场监管定义为，行政监管机

构为消除市场进入壁垒、外部性、内部性等市场失灵，依法针对特定市场主体所实施的限制和干预活动。

那么从这个概念出发，是否可以认定为契约监管中的“契约”双方主体必然是一方为公权力主体，一方

为私主体呢？ 
政府的“内部协议”亦能成为契约监管的一环。以国有资产的监管为例，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实践

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监事制度等重点领域规范缺失，以及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错位、监管权交叉、

监管真空、监管套利[15]，而引入契约监管不仅有助于解决国资监管中的行政过度干预困境，同时也能明

确国资委监管中的权责划分，从而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而在国有资产契约监管的制度构建中，郭

金亮教授就提出以《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11 条为基础的“国务院与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主
要是国资委)之间契约关系”，该种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双方属于上下级关系，并且双方主体的法律属性

均为行政主体。因此“契约监管”中的“契约”既可以是“外部协议”，也可以是“内部协议”。 
2) 私法合同排除与否 
在契约治理的过程中，契约应当体现为应当是以行政协议为核心，私法合同为辅助的体系。有部分

学者认为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契约治理中的“契约”，主要表现为经济调节的作用，应当被认定为

是“民事契约”，但“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是政府的两种不同职能，那契约监管之中究竟是否可

以适用私法合同呢？ 
市场监管是行政监管机构为消除市场进入壁垒、外部性、内部性等市场失灵，依法针对特定市场主

体所实施的限制和干预活动。王利明教授认为，行政协议与民事合同之争的核心在于，作为公权力行使

主体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所以其并非传统意义上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行为，而是一种行使职

权、履行职责的方式，这也是为何行政协议争议能够被列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另一方面，假使将这

种协议看作是等同于等价交换的一般市场行为，则优先权在双方之间都不存在，并在违约时都应承担民

事责任，这种情况下则属于“民事契约”的范畴[16]。所以，是否具有不同于“市场行为”的特征应当是

认定行政协议的关键点。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否就能认定“契约监管”中的“契约”一定是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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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呢？陈新民教授认为，从达成行政任务的方式为角度出发，以“公”与“私”为基准，可以将行政

区分为公权力行政与私经济行政，即前者是行政主体基于公权力实行，而后者则表现为行政主体以私主

体的身份完成国家任务[17]。一般来说，私经济行政表现为辅助、营利、财产、或者以私法方式完成行政

目的[18]。那既然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公法手段或者私法方式均可以成为完成行政任务的途径，那么行政

机关在权责关系中所采用的未必是行政协议，也可能是私法契约[19]。因而，行政机关的公权力主体身份，

亦或是依契约完成公法目标，均不足以认定其为行政契约，应当以契约设定之法律效果为判断依据[20]。
在“契约监管”的模式下，“契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完全“民事化”的，当所涉领域完全市场化的情

况下，行政机关完全可以以私法方式完成行政任务，此时就应当是“民事契约”的范畴。随着市场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适合“民事契约”作为监管工具的领域。 
但是如果将私法合同纳入“契约监管”会产生一个现实问题，即如果行政机关与相对人是平等主体

通过合意而订立私法合同，当相对人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时候，信这个行机关并不能直接对其进行制裁，

而需要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这样是否会构成对市场监管效率的负面影响呢？我国目前的行政协议偏

向于法国模式，即行政机关基于行政优益权可以直接采取强制执行、单方解除协议等等手段，而无需通

过诉讼的方式。而胡建淼教授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其认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在行政协议中的地位

是平等的，行政机关不存在可以单方处置的‘特权’”，“双方当事人在行政协议中享有对等的解约权，

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不具有，也不应当具有单方的解约权”[21]，但是胡教授在之后的论述中实际上是

认同了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的职权，只不过其认为这种职权并非基于行政协议，而是协

议之外的法定职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出行政机关进行处罚、强制不过是从“运动员”向“裁判员”

转变，但其本质难道不仍然是行政机关在市场监管的整个流程中既担当了“运动员”，又担当了“裁判

员”吗？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倘若在行政协议上适用德国模式，即行政主体只能像相对人那样，

向行政法院起诉。如此方能保证法秩序的统一性，同时建构一个更为完善的“契约监管”的体系。 

3.3. 契约监管的适用范围分析 

在契约监管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如何确定其适用的范围同样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契约”并不

是万能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土地领域中，哈耶克认为不应该把土地资源配置全盘交给市场进行[22]。
事实上归根结底，采用国有化的政府调控还是因为相较于市场调节，此举可以降低土地成片开发和调整

土地功能的交易成本。对于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契约监管”是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要是从成本收益

分析的角度来进行论述。 
成本收益分析在我国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2004 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有关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成本收益的方式实际上与比例原则的“相称性原则”类似，但其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使得论证更加具体，

从而通过考量立法或者决策时的各项成本，从结果上选择最优的手段来实现目的。一个完整的政府成本

收益评估报告需要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政府规制的潜在利益、可能的花费与成本、潜在的净收益分析、

较低成本达成相同规制目标的替代途径等等均会在报告中予以体现，行政机关往往会在这些选项中，选

择社会净收益最大的同时净成本最小的。 
那么需要考量的点，一是契约本身的特征是否切合这个适用领域，二是使用契约是否能达到所欲之

效果。前者主要是指，契约所代表的是“合意”以及“协商”，故需要在实践中考虑这个领域是否需要

“合意”以及“协商”，如果说这个领域相较于“契约”，更适合采取其他的行政规制工具，则没有必

要适用“契约”来进行市场监管。后者则是采用“契约监管”是否能够做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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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加社会收益。 

4. 契约监管的权力配置问题 

4.1. 契约监管的权力设立 

在域外，由于监管体制的差异，除了行政机关外，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也分担了部分市场监管的职

能。但是在我国，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能是行使国家的立法权和监督权。在

市场监管方面，立法机关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立法分配市场监管权力，立法机关是设定和分配市场监管权

力的主体，而不是行使市场监管权的主体，对国有企业和国有混合企业的监管也都是由行政监管机构实

施的。既然立法机关是设定和分配市场监管权力的主体，那么应当如何分配与协调契约监管的权力呢？ 

4.2. 契约监管的权力分配与协调 

1) 契约监管的纵向权力配置 
行政法的原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即使“契约监管”在某些领域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但是仍

然需要对其进行法律上的确定。 
在中央政府监管层面，一是制定全国统一的契约监管的相关规则与标准，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契约监

管的实施细则，明确契约监管的地位及适用范围、适用契约监管的程序性规定、契约双方主体之间权利

义务关系及各方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等；二是建立各部门间数据共享机制，明确各监管部门对相应数

据资料的交换共享权限，鼓励各监管部门主动贡献监管数据资料，打破“信息孤岛”现象，以大数据化

监管为契约的订立提供一个更为安全、便利的环境；三是完善契约监管的风险防范机制，针对契约监管

的平台建设、数据开放共享等制定相应的法规，尤其是明确契约各方的权利救济途径，减少监管风险。 
2) 契约监管的横向权力配置 
契约监管的权力分配的核心问题在于横向权力的分配。一般来说，由负责行政监管职能的相关部门

作为“契约监管”的主体是当然之理。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行政审批局的出现导致事前监管和事中后监

管的割裂，如果以现有的主体作为“契约监管”的主体，那以“契约”作为行政规制工具就无法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考虑到市场监管的专业化因素要求，应当以主管部门作为“契约监管”中“契约”的一方当事人。

由于市场监管领域非常零散，且通常体现为专业性较强的特征，部分领域甚至表现为很高的技术型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假使契约的主体是行政审批局，如上文所述无异于增加交易成本，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故

主管部门作为契约主体是更为妥当的方式。 
但是如此便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如上文所述“契约”的订立过程无异于“事前监管”，那如果在

行政审批权已然发生转移的情况下，由主管部门进行“事前监管”岂非越俎代庖？“契约监管”作为一

种区别于传统行政规制工具的治理方式，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行政许可的一种“替代”，也就是说它虽

然起到了“事前监管”的作用，但是其并非真正意义上行政许可，它是以行政协议甚至是民事合同的形

式达到了行政许可所欲达到的效果，故不存在法律层面上的绝对冲突。具体实施中可以对行政审批局和

主管部门之间的权力予以协调，主管部门作为契约的一方对契约内容的订立、相对人的审核负主要审查

责任，行政审批局则应当协助主管部门进行相关工作，可以以行政审批中的相关要点对契约内容提出批

评和建议的权力，主管部门应当在结合上述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工作。 
3) 法院在契约监管中的协调作用 
法院在“契约监管”中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协调作用。 
司法机关虽然在维护市场秩序特别是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劳动者、消费者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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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作用，但司法机关行使的是争议裁决权，即市场主体之间以及市场主体与劳动者、消费者之间因

市场活动中的违约、侵权引起的民事争议纠纷，裁决的依据主要是民商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或是对市场主体市场活动中犯罪行为的刑事制

裁，制裁依据是刑法。无论是民事裁决还是刑事制裁，都属于事后的救济权，与市场监管权差异较大。 
但是在“契约监管”中，暂时不谈行政协议，因为不可否认我国目前仍然属于法国模式的行政协议

而非德国模式。但如果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是“民事契约”，那行政主体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

来起到“事后监管”的作用，如此便需要法院进行相应的配合，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法院仍然不是市场监

管权的主体，监管仍然是由行政机关负责，故法院在此过程中仍然起到的是一个争议裁决权的作用。 

5. 结语 

“契约监管”不能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实践中已然存在很多以“契约”的形式进行市场监管的事

例。但是就目前来看，何种领域需要使用“契约”来进行监管？那个机关可以行使这样的权力？这些问

题实际上都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契约监管”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具有特别意义，它可能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下中国政府活动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契约监管”并非万能，其适

用范围虽然一直在变化，但是终究没有涵盖整个市场监管领域，传统的行政监管、以及现行授权监管等

在遭遇系统性风险或国家重大资源配置与调整时仍然不可缺少，故应当将“契约监管”纳入市场监管之

中，构建多元化的监管体系，为行政机关提供更多的监管方式选择。 

参考文献 
[1] 董淳锷. 市场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的经济法阐释[J]. 当代法学, 2021, 35(2): 69-81. 

[2] [日]植草益. 微观规制经济学[M]. 朱绍文, 胡欣欣, 等, 译校.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19-24. 

[3] 卢超. 事中事后监管改革: 理论、实践及反思[J]. 中外法学, 2020, 32(3): 783-800. 

[4] 潘小娟. 政府的自我革命: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发展深化[J]. 行政管理改革, 2021(3): 43-49. 

[5] 王克稳. 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基本问题[J]. 法学评论, 2017, 35(6): 44-51. 

[6] [英]朱利娅·布莱克. “哪一支箭?”: 规则类型与规制政策[M]. 卢超, 译. 上海: 上海格致出版社, 2009: 201. 

[7] 胡敏洁. 作为治理工具的契约: 范围与边界[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 88-93. 
[8] Donnelly, C.M. (2007) Delegation of Governmental Power to Private Parti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9] [英]简·莱恩. 新公共管理[M]. 赵成根, 等, 译. 北京: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27. 

[10] 黄新华. 政治过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政策制定过程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2(1): 16-24. 

[11] [美]格罗弗·斯达林. 公共部门管理[M]. 陈宪,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281. 

[12] [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 西德尼·G·温特. 企业的性质[M]. 姚海鑫, 邢源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96. 

[13] 陈秀萍, 吴树浩. 论环境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优益权规制[J]. 行政与法, 2014(7): 83-87. 

[14] 周佑勇. 契约行政理念下的企业合规协议制度构建——以工程建设领域为视角[J]. 法学论坛, 2021, 36(3): 49-61. 

[15] 郭金良. 契约视角下企业国有资产法律监管研究[J]. 法学论坛, 2018, 33(2): 109-118. 

[16] 王利明. 论行政协议的范围——兼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 条、第 2 条[J]. 环球法律

评论, 2020, 42(1): 5-22. 

[17] 陈新民. 中国行政法学原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17-18. 

[18] 翁岳生. 《行政法》上册[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26-28. 

[19] 林明锵. 行政契约与私法契约——以全民健保契约关系为例[M]//台湾行政法学会. 行政契约与新行政法. 台北: 
元照出版公司, 2002: 21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05


陈峙学 
 

 

DOI: 10.12677/ass.2024.131005 42 社会科学前沿 
 

[20] 程明修. 行政契约标的理论[J]. 月旦法学教室, 2003(6): 37. 

[21] 胡建淼. 对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中优益权的重新解读[J]. 法学, 2022(8): 41. 

[22]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 自由宪章[M]. 杨玉生,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515.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05

	市场监管中的契约监管及其权力配置
	摘  要
	关键词
	Contract Supervision and Its Power Allocation in Market Supervis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市场监管的现实困境
	2.1. 审管部门权责混乱
	2.2. 监管程序衔接困难
	2.3. 监管执法效能低下

	3. 契约监管的引入
	3.1. 契约作为治理工具的必要性分析
	3.2. 契约监管的性质认定
	3.3. 契约监管的适用范围分析

	4. 契约监管的权力配置问题
	4.1. 契约监管的权力设立
	4.2. 契约监管的权力分配与协调

	5. 结语
	参考文献

